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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實驗

⊙ 李金錚

 

一 如何評價定縣平民教育實驗

二十世紀20、30年代，中國掀起了一股「到民間去」，搞「民眾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熱

潮。發起和參加這一運動的，既有社會團體，也有政府機關，還有慈善機構、大專院校、教

會組織等。1934年，全國已有六百多個團體從事農村工作，有一千多處從事實驗1。這一規模

空前的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近代鄉村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佔有突出的歷史地位。作為歷史

學者，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除了盡力復原歷史過程以外，更應該在此基礎上做出

合乎邏輯的解釋，對前輩們的事業做出公正的評價。本文擬對影響較大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

會（簡稱平教會）舉辦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簡稱定縣實驗），貢獻一得之見，以求指正。

我自1986年開始關注平教會及其舉辦的定縣實驗，在定縣（今為定州）、北京、南京等地，

盡可能搜集了所能見到的資料。尤其是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了平教會的一個全

宗，包括工作報告、農村調查以及圖片等等，彌足珍貴。迄今，我認為，關於平教會和定縣

實驗的歷史線索和基本史實已經大體弄清了，而對它的評價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讓我們先了解一下以往對於定縣實驗的看法。1930-37年，每年到定縣實驗區參觀者絡繹不

絕，形成風靡全國的定縣參觀熱。參觀者有國內的，也有外國的，有鄉村工作者，也有學

者、專家、新聞記者以及軍政各界人士。不管到過還是沒有到過定縣的，都從不同的立場和

角度對定縣實驗發表過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意見，對定縣實驗持全面肯定態度。如科學家任鴻雋教授認為：「我們以為平教會的

主張最為正確。它的貢獻也值得稱讚……不管它的成績怎樣，它的效果怎樣，我們以為它的

方向是不錯的。」2

第二種意見，對個別方面予以肯定，但總體上是否定的。如經濟學者孫冶方認為，不能否認

改良主義者的教育和技術意義，但其「主觀方面的好意，絕不能掩飾他們底工作在客觀上的

開倒車作用」3。

第三種意見，全盤否定。如全盤西化論者陳序經認為：「十餘年來的鄉村建設工作還未超出

空談計劃與形式組織的範圍」，「原因不外是實際作過工作的寥寥無幾，就是作了，也多是

『空而無用』。」4

第四種意見，已經脫離平心靜氣的軌道，完全情緒化，甚至惡意中傷，極盡謾罵之能事。如

國民黨中央委員張繼說：「定縣事業，直不啻一騙人的東西。」5



1949年後，受政治氣候和中國革命範式的影響，直至80年代初，對定縣實驗不僅完全否定，

甚至將其視為帝國主義的買辦和走狗。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主編的《中國近代農業經濟

史》認為，晏陽初的平教實驗「這條道路不僅是走不通的，而且是一種反動的」，「經過他

們的『實驗』，農民更窮了，所謂『生計教育』不但不足以救窮，反而甚至不能維持前幾年

『窮』的水平。」6

80年代中期以降，隨著思想禁錮的解放，對定縣實驗表示肯定或部分肯定者愈來愈多了。學

者大多持兩分法，即一方面認為平教實驗對當時的鄉村建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中國革

命角度而言，其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我在1990年曾撰文指出：「平教會企圖用改良

主義的理論和手段達到農村復興的目的，顯然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最終必定陷入失

敗的泥潭」，但不能因此徹底否定定縣實驗，「在中國整個的政治經濟沒有出路之前，局部

的改良亦不是說沒有必要，在農村給農民做一點好事，比根本袖手旁觀不做終要好些。」7

1999年鄭大華著《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也大體持此看法8。

以上對定縣實驗的認識過程，可謂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認知的縮影。我認為，對任何歷史事物

的認識，都要經過一個由不客觀到比較客觀、到接近歷史真理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對

歷史的認識終將愈來愈清楚、愈來愈客觀。80年代以來的研究證明，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

和人物的評價比以前大大進步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問題的關鍵是，應該建立一套比較科學的歷史評價體系。我認為，必須按照當時歷史所提供

的條件為標準，而不是以今天的條件為準繩，最起碼應該利用社會公正標準去評判歷史事

件，而不是淪為政治鬥爭和政治宣傳的工具。所謂社會公正標準，即凡是為國家和民族的富

強，為人民大眾的福利，為社會的良性發展而努力，並提供了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東西，都

值得讚揚和肯定。至於由甚麼人、甚麼階層的人乃至甚麼政治派別的人來承擔這一任務，以

及為完成這一任務採取甚麼方法和途徑，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苛求。比如，愛國的表現形式是

多元的，不能要求千篇一律，抗戰時期，拿槍上戰場固然是愛國的，也確實是最需要的；但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拿槍去戰鬥，那些不拿槍在後方搞建設，甚至在書齋中做學問，光大學術

事業的，同樣是愛國的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說，建設事業都要等到戰爭勝利以後再進

行。無論個人還是群體，都不能以自己的救國途徑和貢獻來否定其他的救國途徑和貢獻，它

們之間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那種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顯然是非歷

史主義的政治史觀，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像參與和創造定縣實驗歷史的人們，所使用的方法

和手段都處於實驗和摸索之中，即使出現一些問題也是正常的，如果我們僅以「事後孔明」

的思想和現代標準，來輕易否定他們的做法，就難免有苛求之嫌。

二 定縣實驗參與者及中立原則

近代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萌發了新的因素，但貧困落後的局面一直沒有根本改變。二十

世紀20、30年代，受軍閥混戰、天災頻仍和農民經濟惡化的刺激，以及各種新文化啟蒙思潮

的影響，大批愛國志士懷著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極力想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從而掀起一場

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平教會開展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即為其中的一面旗幟。

平教會將鄉村建設提到擔負「民族再造使命」的高度，甚至把定縣實驗看成是彌補太平天國

革命運動、戊戌維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缺陷的革命性工作，還將此比作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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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為我們的工作的價值，決不在蘇俄『五年計劃』之下」 。晏陽初強

調，鄉村建設的使命不是救濟農村或辦模範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國今日的生死問

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鄉村建設運動

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而興起的10。它之所以擔負起民族再造的使命，是由鄉村的重要地位決

定的，一來鄉村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所謂「以農立國」，離開農業、農村和農民，國家就不

存在；二來鄉村是中國的政治基礎，中國政治的出路必須從最基層的農村政治開始；三則鄉

村是中國人的基礎，農民佔中國人口的80%，代表中國的是居住在兩千多個縣中無數農村裏的

鄉下佬11。可見，定縣實驗者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使命感，真心想改變中國鄉村的落後面貌

和農民的愚昧狀態，使中國農村匯入現代文明的潮流。

平教會沒有停留在愛國的口號上，而是衝破「學而優則仕」、「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的傳統觀念，走知識份子與農民相結合的道路。當時北京的報紙評論：「這是迄今為止中國

歷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識份子遷往鄉村運動」12，晏陽初也為之自豪地說：「這實在是空前

的事，在中國歷史上或世界歷史上都是找不到的。」13據統計，在定縣實驗區工作過的人

員，總計約四百人左右，每年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其中留學國外者約二十人，國內大學畢業

者約四十人14。總幹事長晏陽初，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

各部門負責人，也多是留學歐美及日本的博士、碩士。如鄉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是康乃爾大

學農業研究院教育系博士，秘書主任謝扶雅是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總務主任瞿菊農是哈佛大

學教育學博士，社會調查部主任李景漢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平民文學部主任孫伏園

留學法國，藝術教育部主任鄭褧裳留學日本，戲劇教育委員會主任熊佛西是哈佛大學博士、

副主任陳治策也留學美國，生計教育部主任馮銳是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繼任主任姚石奄也

留學美國，衛生教育部主任陳志潛是哈佛大學博士，公民教育部主任陳築山留學美國和日

本，學校式教育部主任湯茂如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社會式教育部主任霍六丁（後兼

定縣實驗縣縣長）留學美國、副主任汪德亮也留學美國，鄉村工藝部主任劉拓是美國艾阿華

大學博士。其中，有的是著名作家、劇作家，有的任過大學教授，有的還做過大學校長。不

誇張地說，憑藉他們的資歷，留在大城市過舒適的生活，乃至躋身仕途，謀取高官厚祿，絕

非甚麼難事。然而，他們毅然到生活條件較差的鄉村去搞平民教育實驗，這無疑需要超凡的

眼光，超人的勇氣，更需要付出超人的犧牲。如陳志潛1932年來定縣之前，身兼南京中央大

學衛生教育系主任和中央政府衛生署要職，他到定縣參觀後，被這裏的衛生教育實驗所吸

引，費盡周折將職務辭掉，來到定縣。汪德亮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的侄子，叔叔在行

政院為他找到一個待遇優厚的工作，但他在那裏僅幹了一年，就到定縣從事實驗工作。

由城市來到環境惡劣的鄉村，意味著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晏陽初提醒實驗人員，要想變中

國農民為有文化的新農民，即「化農民」，必須先「農民化」，可是「到民間去這條路，好

似遍地荊棘，頗不好走」15。學校式教育部為了推廣平民學校，奔走於鄉村之間，「茹苦嘗

辛，一言難盡」16。社會調查部的實地調查，所遇到的難處更是不可勝數。尤為困難的是，

日常工作經費經常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為此，晏陽初經常強調節縮開支，1935年晏陽初

說：「數年來敝會經費支絀，屢有核減，本年度職員薪給更屬有減無增。」17由於經費少，

工作人員只能粗茶淡飯，外出辦事連飯費津貼都沒有，以致身體經常到了堅持不住的地

步。1929年，晏陽初在致美國社會學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信說：「李景漢的身體

已徹底垮掉。這是由於他去年緊張的工作和一直呆在農村並與其他同事一道吃粗糧的結

果。」18晏陽初本人何嘗不是如此，他為了平教事業的發展，簡直是「把死的精神做生的工



作，和困難奮鬥，至死方休」19。

儘管如此，仍有人提出，定縣實驗區每年耗費幾十萬元，把平教會人員供養成了一個吃鄉建

飯的階級，甚至說晏陽初「以千字文識字課的小教師，現在做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院

長，就晏先生個人說，的確是很大的成功」20。這種說法未免幼稚，也過於刻薄。試問，在

定縣設立的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算得上一個顯赫職位嗎？有願意拋棄都市優裕生活而到鄉村

受苦的吃飯階級嗎？定縣實驗想為全國搞出一個方案，花幾十萬元還多嗎？相對於社會上無

謂的浪費，這又算得了甚麼。何況，平教會的大部分經費是靠私人募捐來的呢！對此，晏陽

初曾做過申辯：「本會自創辦以來，經費就沒有可靠的來源，全憑國內同情此種工作的朋友

的自由捐助。」21為了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地位，他特別強調不接受國內任何一黨一派的涓滴

資助，以實現主張上的獨立、超然、硬氣。北洋政府曾經要給平教會800萬元，但條件是由晏

陽初擔任北方政治黨派領袖；張學良也曾表示願意贈送500萬元，但也要求晏陽初組黨，都被

晏拒絕了。更為重要的是，所募集來的經費都是用到實驗之上，「完全在困窘的生活中努力

撐支，整整有十餘年了，怎會把錢浪費？又怎麼有錢讓我們來浪費呢！」22

由上可見，平教會是滿懷愛國熱情的，是認真努力的，費勁辛勞的，是有高度獻身精神的。

有意思的是，正當國內對定縣實驗爭吵不休之時，晏陽初的成就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

敬。1943年5月，美國「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紀念委員會」將晏陽初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杜威（John Dewey）、福特（Henry Ford）等評為十位現代具有革命性貢獻的

世界偉人，稱讚晏陽初「將中國幾千文字簡化且容易讀，使書本上的知識開放給以前萬千不

識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偉大人民的領導者：應用科學方法，肥沃他們的田土、增加他們辛

勞的果實。」23

三 定縣實驗的理論、方法與績效

改造舊中國農村的落後局面，是平教會同仁舉辦定縣實驗的總體目標，而理論與方法則是實

現這一總體目標的手段和途徑。我認為，如果不是單純以革命角度而是主要就鄉村建設衡

量，平教會關於鄉村建設的理論和方法基本上是可取的。

首先，提倡「平民主義」，以民眾為本位。晏陽初認為，「平民」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百

姓，而應解釋為平等的公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所謂以民眾為本位，就是「凡是不以人

民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沒有用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古今不變的真理24。

眾所周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已是千年古訓，但實際上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視過呢？

其次，指明愚、窮、弱、私是中國農民的四大病症。平教會認為，90%以上的平民尤其是農民

缺乏知識、缺乏經濟、缺乏健康、缺乏公共心，而這一切都是阻礙中國文明進步、導致中國

農村崩潰的根本原因。應當說，這一看法是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的。不僅如此，他們還認識

到，這四大病症並非是平行的，其中窮是農民愚、弱、私的基礎25。窮的原因又是甚麼？窮

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統治勢力壓迫剝削的結果，「此兩種因素，又嘗循環影響，相互成

果，促使農村經濟漸瀕於流產，今欲復興我國農村生產，必須針對病根，從打倒帝國主義與

鏟除封建勢力著手。」26應該說，平教會的這一認識也是實事求是的。李景漢甚至指出：

「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決的辦法，則一切其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

的一時的治標的。一個政府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一個政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



個人是不是一個革命的人，很可以從其對於土地的主張來決定。」27在30年代，馬克思主義

經濟學家千家駒、吳半農認為，平教會只是將四大缺點並列起來，沒有追究其中的因果關

係，沒有認識到愚弱私是窮的必然結果，更沒有認識到窮又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

剝削的產物28。甚至到今天，仍有不少學者沿襲這一觀點。這顯然是對平教會理論的誤解。

再者，平教會提出用「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決農民的愚窮弱私。如果從認識事實的革命

邏輯而言，要解決四大病症，必須首先消滅窮，要消滅窮，就必須鏟除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

勢力壓迫，要鏟除這兩種勢力，不用暴力革命手段是不行的。但平教會的思路並非革命式

的，雖然他們也認為必須推翻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但他們又認定農民目前還沒

有這個力量，農民的力量仍處於潛伏狀態，在挖掘出這一力量之前，「一切高呼打倒帝國主

義或帝國資本主義曾經狂熱一時的目標，都變成了胰子泡樣的空虛口號」29。以革命邏輯衡

量，這一認識當然偏頗，但也並非全無道理，比如封建勢力的統治包括政治的、觀念的，如

果不對農民進行教育改造，不充分挖掘農民的力量，是很難消滅的，總不能甚麼都等到革命

完成以後再進行。所以，如果說平教會以自己的平民教育理論否定革命道路是一種偏見，但

以暴力革命論否定平民教育理論也不是沒有問題。針對農民的四大缺點，平教會提出「除文

盲，作新民」的教育方針，即：在使農民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對之進行四大

教育──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攻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攻私，由此培養

出有知識力、有強健力、有生產力、有團結力的四有新民。如何實施四大教育呢？這就是三

大方式，即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使整個社會盡是教育的環境，以免一

曝十寒之弊害」30。我們由上不難發現，平教會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實際上關聯到整

個的鄉村建設，正如晏陽初所說：「各方面工作的發展，合起來就是整個鄉建事業的發

展。」31

為了實現上述方案，平教會還提出徹底實驗，並推廣全國的理論。近代以來，各種救國主張

層出不窮，但多未經過實踐和驗證。晏陽初認為，平民教育運動是一個新的特殊的問題，

「種種辦法，均得創新，仿無可仿，模無可模，東洋西洋自更無抄襲了」，因此「不可不先

有徹底研究」32。所謂徹底，就是親自到民間進行實驗，以產生既經濟簡易，又具有普遍

性、實用性的方案。比如生計教育，晏陽初強調，在今日中國情形之下，最重要的是根據一

般平民的生活程度、經濟能力的大小，進行實驗研究，改進固有的農藝工藝，以適應平民的

需要，「若徒高談外國的法門，照樣畫葫蘆的去辦，一定是有弊無利的」33。又如衛生教

育，晏陽初也強調，「我們不願意死搬西方的經驗，也不想依附本國的傳統，或是兩者的折

中，而要吸取兩者菁華，制定出適應當前國情的建設計劃。」34總之，「我們不要今天抄美

國的一套，明天抄德國的一套，後一天再換一套法國的，我們要自己一拳一腿、一點一滴的

去開闢，去創造。」35

那麼，到哪裏去進行研究實驗呢？這就發生了實驗的單位區域問題。根據「凡事要從大處著

眼，從小處入手」的原則，平教會認為可以將一個有代表性的縣份作為實驗單位，「中國雖

大，而是一千九百多縣造成的。我們為試驗和提倡起見，抓住一個可以代表的縣去認識問

題，找尋問題，研究問題，建設問題，希望能在這裏找到有普遍性共通性同時跟農民有關係

的問題去研究它，以便將來別的縣別的省也可以採用。」36正因為此，定縣實驗的最終目

的，並非專為定縣而定縣，而是把定縣作為一個大的研究室，藉此求出一套適用於全國各地

的方式或工具。



平教會沒有將理論和方法停留在空談上，而是將其付諸實踐，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通過開

展四大教育的研究和三大教育方式的實施，平教會在定縣實驗區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農民

教育體系，主要有初級平民學校、高級平民學校、鄉村小學、導生傳習制、師資訓練班、生

計巡迴訓練學校、平校畢業同學會等。由於學校數量增加，入學率提高，農民文盲有所減

少。到1933年，全縣共設立初級和高級普通平校427所，學生達1.3萬餘人37。1934年，全縣

小學已經普及，14-25歲的青少年文盲人數比1931年減少34%，男青年文盲已減至10%38。80年

代，有些老人回憶說，當年上了平校，才會寫帳，會寫信，能看書，沾光不少39。正是這些

受過平教會教育的農民，在後來的抗擊日軍中起了重要作用。定縣淪陷後，一些青年特別是

受過平民教育的青年人組織起定縣游擊隊。全縣472個村，只有沿京漢鐵路的21個村被日軍佔

領，其餘451個村由兩個經群眾選舉的領導進行管理，其中一個是以前平民學校的教師，另一

個是平民學校的畢業生40。

農村經濟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培育農作物新品種，棉花、小麥、高粱、穀子新品種

的畝產量比土種分別增產56%、14-20%、30%、20%。關於農具的改造試驗，先後完成耙、犁、

水車、轆轤、播種器、中耕器、收穫器、點播器、花生篩、脫粒機的改良。動物飼養業的試

驗，主要是豬種、雞種的改良。如波支公豬與本地母豬交配，每頭多產肉18.6%；力行雞為優

良雞種，每隻每年多產蛋60-190個41。平教會還進行了合作社的實驗和推廣工作。1933年，

成立自助社三百餘社，約佔全縣村莊的四分之三。有些自助社又上升為合作社，合作社縣聯

合社也應運而生。到1936年冬，已有合作社129個42，由是形成比較完備的合作組織制度。

平教會對鄉村衛生的實驗，開創了中國縣級現代衛生建設的先河。1930年，定縣全縣472個村

有220個沒有任何醫藥設備，226個村一個醫生也沒有，即使是有醫生的村子，也只是藥鋪掌

櫃，很少受過學術訓練，甚至有不識字的文盲43。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平教會在定縣建立了

縣單位的醫療保健制度，這一制度按行政單位分層設立，村設保健員，鄉設保健站，縣城設

保健院。到1935年，全縣除了建有一所保健院以外，還有保健員80人，保健站8個44。平教會

建立的三級醫療保健制度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反響，國民政府衛生署成立後，要求各縣採用

這一制度。即使到抗戰期間，「在未被佔領的國土上，這種衛生系統仍然起著有效的作

用」45。此外，平教會還對學校衛生、產婦與兒童保健、生育節制進行了試驗。在此基礎

上，定縣農村無論從醫療條件，還是預防、治療方面都也有所改善。1935年，縣保健院治療

病人626人，出診188次；保健所診治15,483個病人，治療67,989次；保健員施行治療137,183

次46。在疾病預防方面，以種痘工作最為突出，天花病大為減弱，據1936年的報告，「近年

來鄰縣時有天花流行而本縣無之」，「定縣天花已稱絕跡」47。

定縣實驗的最終目的是將其經驗推行全國。在實驗過程中，就有一些機關、團體派人到定縣

實習或培訓，有的還邀請平教會的工作人員前往指導工作，對各地的鄉村建設工作起過一定

作用。

如前所述，直至80年代初，仍有一些論著認為，經過平教會的實驗，定縣農民更窮了，似乎

定縣農民的窮困是定縣實驗造成的。至今，還有人認為定縣實驗不過是烏托邦，是不切實際

的幻想，這實際上是以自己的理想苛責前輩的事業，是不尊重歷史的態度。

四 實驗中斷與精神永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9月，定縣淪陷，平教會在此繼續

實驗已不可能，定縣實驗被迫中斷。

以往學者包括我在內都認為，定縣實驗失敗了。理由之一是，平教會撤出定縣標誌著定縣實

驗的徹底失敗。其二認為定縣實驗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也就是說，平教會要解決農民的愚、

窮、弱、私四大病症，結果一個也沒有徹底解決。

現在看來，以上兩種判斷都存在著對歷史的誤讀。

首先，定縣實驗是被迫中斷而不是主動中斷，被動中斷不能與失敗劃等號。可以設想，如果

不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定縣實驗還將繼續進行下去，因此以被迫中斷認定定縣實驗失敗似有

武斷之嫌。

其次，定縣實驗固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如果認定為失敗，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在預定期

限內沒有達到目的，但定縣實驗被迫撤出，顯然沒有完成預定的期限。也就是說，預定期限

尚未完結，有不少需要做的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做。在此情況下，斷言定縣失敗，道理也不充

分。

再者，愚、窮、弱、私沒有徹底解決，實際上是實驗過程中的困難，而非最後結果，平教會

恰恰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困難而進行實驗的。何況，這些問題的解決，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比

如農民掃盲問題，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完成，要求定縣實驗一下子就能解決是不現實

的。直至2002年初，中國文盲數量仍高達8,507萬，且90%在農村48，這一事實表明，中國消

滅文盲之路任重而道遠。我認為，在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定縣實驗能達到前述成績已經

非常不易，它創造和獲得了前人所沒有的東西，取得了歷史條件制約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結

果。這就是成功。

還值得提出的是，定縣實驗雖然中斷了，但定縣實驗的精神、定縣實驗的方法並沒有中斷，

而是繼續發揮著它的作用，這也為推翻定縣實驗失敗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晏陽初說：「定縣雖已陷落敵人之手，但是定縣的土地，日寇縱可以奪去，而定縣所發展出

來的這一套方法，這一種精神，敵人是拿不去的。」49抗戰時期，平教會同仁在國統區掃除

2,700多萬文盲50。在四川的工作業績尤為顯著，有45個縣區50萬人接受了掃除文盲教育，約

有十幾個原定縣衛生工作人員擔任衛生站站長和軍隊醫療隊隊長，不少一般性工作人員充當

縣衛生站的督導。原定縣衛生實驗的領導人陳志潛，任四川省政府衛生專員，一直堅持運用

定縣的技術和經驗，指導著那裏的衛生工作51。

到50年代，晏陽初又轉道菲律賓，成立鄉村改造促進會和國際鄉村建設學院。他繼續使用定

縣經驗，推動這一地區的鄉村建設工作，定縣經驗開始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此後，晏陽

初還將鄉村建設模式推廣到東南亞、南美、中美乃至非洲等地，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們一

切的一切都是和農民打成一片，還是『定縣精神』」52。

當然，作為歷史學者，僅僅理解和同情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分析歷史事件與社會背景之關

係，即哪些因素制約了歷史事業的順利發展，為活在世上的人們提供一些值得借鑑的智慧。

定縣實驗所遇到的困難及其原因就很值得探討。比如，國內軍閥混戰極大影響了定縣實驗的

效果。1926、1927年，兩次內戰波及定縣，使平教會在定縣的「各項工作很難進



行」53。1934年，章元善到定縣考察時也發現：「當我們離開定縣的時候，兵車絡繹於途，

開到了許多軍隊……這一點小小成績──代表平教會多年的經營──是經不起大兵們一天的

光臨的呢！」54內憂外患常常是聯在一起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日本侵華戰爭直接導致了

定縣實驗的中斷。面臨此況，晏陽初本人也承認，「需要政治和平，平教運動才能進行無

阻，期圖發展。」55問題是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擠壓下，如何才能取得和平的政治環境？靠和

平的方式換取和平嗎？事實證明，以和平換和平是無法實現的。暴力革命雖然要流血，但歷

史的陣痛最終可能換來統一的、和平的政治環境。這當然是平教會等改良主義者所不敢、不

願意也不可能完成的歷史重任。

儘管如此，改良的建設與革命行動仍然是並行不悖的。以往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的二元對立

思維，明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一方面我們不能將革命作為唯一標準，而否定其他救

國道路，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上山鬧革命，社會建設也不可能都等到革命成功以後再進

行。與此同時，也不能將漸進改良作為救國的唯一標準，而否定革命道路。但問題恰恰出

在，當時革命派與改良派都以自己的道路作為唯一標準，從而否定對方的事業。作為後來的

歷史學者，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如果晏陽初能拿起槍桿子鬧革命，當然令人佩服，但

他利用自己的專長，走了另外一條鄉村建設之路、教育救國之路，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做了自

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樣值得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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